
一部倾注生命的《辽史》 

——记刘浦江教授的《辽史》修订工作 

邱靖嘉 

 

刘浦江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并最终燃尽了自

己。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 2015 年 1 月 6 日晚二十三

时五十七分因病辞世，学界一片痛悼之声。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

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

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

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

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据先生生前回忆，因 2006 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在酝酿之

中，并已邀请他承担修订《辽史》的任务，故在 2007 年初，他已有让学生研读

《辽史》的计划。至 2007 年 5 月中旬，中华书局在香山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

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辽史》修订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5月 19日，我

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

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

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在那次课上，先生开宗明

义地说：“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

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这番话后来在很多场合又被先生反复强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回首这些年

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获，愈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与先生的良苦用

心。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不同，先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成员并没有什么

“大腕”，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整个修订工作由先生拟定体例，总揽

全局，而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工作。早在正式开始修订前，他已让时为硕士研

究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订正《辽史》阙讹的各类文章，汇编成《辽史勘误》，并附

上各卷勘误索引以便检阅；又将保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十五卷完整《辽史》

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统统汇集为《〈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以供版本

校勘；此外又彻查各种金石文献及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全辽文》《辽代石刻

文编》没有收录的辽代碑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集为《辽

代石刻新编》，供大家使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

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献学训练。 
 
  《辽史》共有一百一十六卷，我们的修订程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分头点校，集体研读，先生审定。首先，由先生将各卷陆续分配给学生，诸位同



学先要仔细核对通校本和参校本，在校勘专用的大字本上，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

明版本差异。然后是对各卷内容的全面研究，包括文字错漏、标点断句、原校勘

记的修改以及新校记、长编的撰写等诸多方面。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穷尽所有

文献、石刻史料及相关研究论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

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半文言体校勘记

以供课堂讨论。自 2007 年 9 月以来，先生与我们长年坚持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

下午五点，在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一起研读《辽史》，同学们分头点校的各卷

修订稿都要拿到读书课上集体通读讨论。所谓通读绝非一般的翻阅浏览，而是由

各卷负责人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每念

一段先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并就其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长编

的内容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意见，最后再改定校记与长编的文字表述。有

时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针对一条校勘记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所以

一卷《辽史》往往要几次课才能读完。故从 2007年 5月开始修订，至 2013 年 6
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我们竟读了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有十二位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点校工作，并

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据先生总结，这项任务对于培养学生主要有以下四点意

义。其一，通过校订《辽史》，使大家对宋辽金元时期的传世文献和石刻材料有

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备了穷尽史料与追踪史源的能力，为今后的学术成长打下

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在研读《辽史》的过程中，大家对各种史料仔细考辨，

撰写校记时锱铢必较、反复斟酌，从而养成一个实证研究的路子和严谨求实的学

风。其三，大家通过《辽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历史的感觉，顺利进入辽金史

学领域，并迅速占据学术前沿。其四，借助《辽史》修订这个机会，大家掌握了

古籍文献整理的基本路数和学术规范，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后遇到其他

文献都可以从容处理。先生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辽史》修订在培养学生

方面所带来的这些意义才是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仅以我个人为例，我本科

所学并非历史专业，自研究生拜入师门，我能快速进入史学大门，最终走上学术

道路，就完全得益于参加《辽史》点校所学得的本领。 
 
  需要指出的是，《辽史》修订组虽然没有豪华的团队阵容，但这并不意味着

修订稿学术品质的降低。事实上，经过诸位同学的精心校订、读书课上的集体讨

论以及先生的严格把关，修订稿的校勘质量较之陈述先生的点校本有大幅提升。

不仅纠正了原点校本的许多错误，改写了原校勘记，推进了前人研究，而且还发

现了不少新问题，增补了大量新校记。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修订组

成员撰写的各种考证文章之中。据初步统计，我们目前已发表与《辽史》辨正相

关的札记及专题论文有近二十篇之多，并出版一部专著——林鹄《〈辽史·百官

志〉考订》。这些研究作品既是《辽史》修订的直接产物，也是先生培育学生的

重要成果。 
 
  整部《辽史》的分卷点校工作虽已于 2013 年 6 月全部完成，但由于这些修

订稿成于众人之手，校记表述不尽统一，加之整个校订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前期

撰写的校勘记相对比较粗糙，有待改进，且在后期研读时又时常会对前期所读各

卷的校记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统稿的过程，

即将各卷文字校勘、标点修正及每条校记、长编重新梳理一遍，统一体例，以求



整齐划一。这项繁重的任务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独自承担的。 
 
  恰在这时，先生的身体渐显病兆，每况愈下，终至 2014 年 4 月确诊淋巴瘤

晚期。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毫无畏惧地接受现

实，其所展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令人敬佩。不过，始终萦绕于先生心头、难以释怀

的一桩未竟之事就是《辽史》修订。病魔的侵袭反而使先生催生出加紧完成统稿

工作的愿望。在第一次化疗回家休养期间，先生高效地完成了约五十卷《辽史》

的统稿。之后的两个化疗周期，先生虽体力渐渐不支，但仍继续勉力工作，遇到

比较棘手或有疑惑的问题，他还会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我们学生进行讨论，反复斟

酌校记文字，一丝不苟的态度丝毫未减。例如关于卷一六《圣宗纪七》太平二年

的月日错乱问题，先生在 5月 30 日至 31日两天之内，先后给康鹏和我发了数封

邮件再三商讨，最后才达成一致，定为校记，其工作之认真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凭着先生惊人的意志，整个《辽史》统稿工作终于在 7 月全部完成，并于当月

22日正式向中华书局交稿。 
 
  交稿之后，先生的修订工作并未结束，而是马上又着手编辑修订凡例、前言

及引用文献三个文件。其中，引用文献由我代为整理，而凡例与前言则由先生亲

自执笔。7 月 24 日，先生将其草拟的《修订凡例》发给大家征询意见，随后又

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做了若干补充和调整。相比而言，修订前言的撰写任务更重，

它需要对整部《辽史》的编纂过程、内容体例及流传情况有全面的研究和通盘的

把握，其工作强度无异于写一篇专题论文。尽管先生病情有所反复，甚至一度出

现肺损伤的症状，但他仍不畏繁难，利用化疗间隙坚持写作，并让学生代为核查

材料，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修订前言。

此后，先生又精益求精，征求我们的意见，对这篇前言做了一些补充修改。直至

11月才最终将定稿后的前言、凡例及引用文献正式提交。 
 
  与此同时，先生又收到了第一批送审《辽史》样稿的反馈意见。当时他刚刚

做完干细胞移植治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对蔡美彪、刘凤翥两位先生指出的修

订稿问题非常重视，很快就将两份审稿意见清理了一遍，并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

题列出来，让大家发表意见。12月 4日晚，他给大家发信说：“各位，我把大家

反馈的意见做了一个汇总，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诸位的学力及学术判断力。从反馈

的情况来看，意见比较纷歧，等中华书局把所有审稿意见发来之后，我们有必要

在读书课上将有纷歧的意见讨论一下。”信中流露出先生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关切

和对《辽史》修订稿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时离先生去世仅有一月，这封信竟是我

收到的最后一封先生的邮件。 
 
  此后，先生病情反弹，肿瘤复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无力继续伏案工作，

但他仍对《辽史》审订念念不忘。就在先生离世的半月前，他还打来电话，与我

讨论耶律俨《皇朝实录》的流传过程及《辽史》的史源问题，并说等来年春天做

完第二次干细胞移植身体恢复后，要来参加读书课，跟大家一起讨论《辽史》审

稿意见。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在刚开始化疗时，先生曾说：“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但《辽

史》的统稿工作不用去图书馆，我还可以在家接着做。”就这样，始终对学术事



业难以割舍的他，将生命最后阶段的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辽史》之

上。乃至病危之际，他还不忘将《辽史》后续的审订及出版事宜托付给我们学生，

并叮嘱我们将来还要把《辽史》修订长编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学

界利用。他为辽金史研究、为学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拳拳赤子之心实在

令人动容感佩。 
 
  2013 年 6 月 14 日，我们收到先生的来信：“各位，历时六年的《辽史》修

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

邮件发给大家分享。”次日，我们读完最后一卷《辽史》，历经六年多的分卷修订

工作暂告一段落。那天先生非常兴奋，在读书课上兴致勃勃地总结起过去六年的

收获与感悟，当时的情景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成为先生生前最后一

段影像资料。 
 
  在那次总结会上，他回顾了这些年修订《辽史》的大致经过，清点了每一位

参与同学所点校的卷数以及发表的文章，并再次重申他接下这项修订工作的首要

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随后，他又谈到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辽史研究对

于《辽史》这部史籍的依赖性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们通过这些年的研读，对

《辽史》一书有了最全面彻底的了解，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还着重分析

了《辽史》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和每个人的学术成长轨迹，大家经过《辽史》

点校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功底，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

在学术上非常顺利地入门，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结

果。不过同时，他也敏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局限与不足。因这些年我们大多浸淫于

辽史，以致眼界过于狭窄，缺乏通史的训练与知识面的拓展，长期来看，这将严

重制约我们的学术发展。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导师，他既为学生的进步

与成长而欣喜不已，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指正我们存在的问题，尽量不走

弯路。在他看来，培育出能力全面、视野广博的新一代辽金史学人，才是训练学

生的终极目标。 
 
  此次课后，陈晓伟博士给先生复函，列出诸位同门参与《辽史》修订的起止

时间，并称“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很快，先生再次发函称：“这是收获丰厚的青

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诚如先生所言，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六年青春光阴

的付出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巨大收获。然而对于先生而言，这部《辽史》牵扯了他

太多的精力，从起初拟定工作体例，到后来每周一天的研读讨论，再到最后阶段

繁重的统稿与审订工作，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

并最终燃尽了自己。不过，正如我们付出的青春是无怨无悔的那样，我想先生为

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切也是无怨无悔的。 
 
  如今回想那付出青春的六年，面对这部倾注生命的《辽史》，我等弟子惟有

秉承先生遗志，传承先生学术，尽心尽力地完成余下的《辽史》修订工作，顺利

出版，才不枉负我们逝去的青春，才能告慰恩师不朽的英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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